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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为

丰富,但多集中在企业劳动需求层面,较少着眼于居民劳动供给,更鲜有关注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的总体影

响。 本文基于 2012—2014 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数据,分析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提高了居民的劳动参与率,该结论在经过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推拉效应”。 一方面,城市

智能化提升了居民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产生了信息约束放松效应,推动居民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城市智能

化促进了产业智能化转型,拉动居民劳动参与。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收入

较低、技能较低、农业户籍个体的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城市智能化驱动下就业更具包容性。 同时,城市智能化显

著提高了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因此,要充分发挥城市智能化转型的“稳就业”作用,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协同推进数

字中国建设与共同富裕。

　 　 关键词:城市智能化　 劳动供给　 劳动参与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　 包容性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9.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3-0041-19

　 　 一、问题提出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

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下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技术

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产物,是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重要方面,也是加快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城市智能化

转型的实践路径。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正在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国也于 2012 年起在部分城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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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通过应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城市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加速融合

发展,带来了政务、产业、交通等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智能化变革。 以城市为基础单元进行智能化转型意在

通过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与服务等多系统、多阶段过程进行解构

并依托其中的数据进行智能化建构,促进城市社会运行、经济发展、民生保障提质增效。 城市智能化转型深

刻改变了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也影响着居民的劳动参与。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战略”双重背景下,从
劳动参与视角研究城市智能化的就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较多文献关注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转型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已有学者基于中国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开展研究,发现智慧城市项目对环境污染治理[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3] 、经济高质量发

展[4]等新时代经济发展重点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相比,智慧城市依托数据要素

与数字技术为城市生产生活过程赋能,不仅提高了城市生产生活效率,而且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科技创

新[5-7] 。 在这一过程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慧城市建设底层技术也将对传统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进
而影响经济增长[8-9] 、产业结构调整[10] 和可持续发展[11-12] ,这也会深度冲击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与就业[13] 。
就业一直是一项事关民生的国家大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着重强调了关注就业问题的重要意义,提出要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背景下,城市智

能化具有怎样的就业效应? 如何影响居民劳动参与? 其内在机制是什么? 这一影响具有怎样的群体特征?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理论上有助于明晰城市智能化影响居民劳动供给的内在逻辑,在实践上也有助于探索

出一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智能化路径。
本文基于 2012—2014 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库,借助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相较于已有研

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本文从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研究了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以期

丰富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效应研究。
已有关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研究主要针对智慧城市建设评价体系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效应作用两

个方面[14] 。 大量文献关注并验证了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的改善[1,15]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16] 、创新行为[17-18]以及城市韧性与可持续性[19-20]产生的积极影响。 然而,目前关于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对劳动参与率影响关系的研究极为稀缺。 为此,本文将智慧城市建设与微观数据结合,为研究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提供新思路、新视角。
第二,本文在探究影响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的因素方面有所创新,将代表城市智能化转型的智慧城市政

策与居民劳动参与相关联。
现有文献主要从劳动者个体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两个角度展开关于劳动参与及就业影响因素的

研究。 具体来看,内部因素主要包括户籍身份[21] 、认知能力[22] 、留学情况[23] 和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24] 。
外部环境因素则主要研究了如减税降费[25] 、贸易开放[26] 、环境规制[27-28] 等政策对就业的影响。 基于此,本
文将宏观区域政策与微观个体就业相结合,研究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探究前者对后者可能存

在的影响机制与异质性影响。
第三,本文从城市智能化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智能化变革影响就业的研究较少聚焦于城市层面的智能化,更多从数字

经济整体出发探究地区与行业内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29-30] ,或具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等数字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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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对就业的影响[31] ,也有较多文献从企业层面研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对就业和劳动参与的影响[32-33] 。
从已有文献来看,人工智能作为新时代信息技术的代表与支撑城市智能化转型的底层技术代表,对地区就

业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29] 。 一方面,人工智能发展将对地区就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降低劳动力市场

就业需求[34] 、造成就业难问题[35]的同时加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扩大收入差距[36]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

为一种智能化技术能够与传统产业相融合进而促进新业态与新模式的形成,创造大量新岗位[37] 。 关于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可能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 因此,本文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切入口可以弥

补现有文献的不足。
本文后继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

与分析,包括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关于城市智能化影响劳动参与的进

一步讨论;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智能化降低就业市场摩擦———基于居民信息约束视角

在城市智能化过程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与服务提供会加大居民对互联网的应用,这将深刻影

响居民的劳动参与决策。 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指标体系将保障体系与基础设施作为首要的一级指

标,网络基础设施作为重要二级指标被纳入其中。 伴随城市智能化转型,居民将更重视通过联网智能设备

与外界进行信息交互,而联网智能设备的使用将会从劳动力服务传递、信息获取成本和劳动力需求三个方

面影响劳动力市场。
居民使用联网智能设备能够使劳动力服务跨越地理限制进行传递。 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技术的飞速

发展催生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进而衍生出众多基于数字经济的新职业[38] 。 居民经由互

联网获得更多关于新职业新岗位的资讯,求职方向从传统经济业态中的线下办公转为更多元的线上办

公[39] 。 这无形中增加了居民多重就业的可能,使得数字经济时代下多重就业由低概率、小范围现象转变为

高频率、大规模现象[40] 。 劳动者不再受线下办公固定工作地点与工作时间的约束,能够借助线上互联网方

式进行弹性工作,合理配置自身资源[41] 。

就居民就业决策而言,就业与否与相关信息搜寻的难易程度及自身能力有关[42] 。 以联网智能设备为媒

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本质上是一场信息渠道变革。 从“降低信息成本论”来看,信息功能是互联网的固有属

性,互联网平台依托数据进行信息传播,有效扩大了信息传播半径[43] 。 而且,有别于过去通过传统纸媒、熟

人介绍等方式进行就业信息搜集[44] ,劳动者通过网络方式获取信息的方式更为高效、快捷,超越时间、空间

约束后其交易费用与搜寻成本大幅度降低,极大缓解了传统劳动力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性和不充分性的问

题。 更进一步,对于有用工需求的企业而言,劳动者与企业双方借助互联网达成的高效沟通有助于劳动供

需双方快速了解对方信息,更为精准高效地完成人岗匹配,减少结构性失业[45] ,进而提高就业概率与劳动参

与率。 数字化时代下,互联网作为信息权力发展的基础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46] ,智能化进

一步推动了信息的精准推送和供需的精准对接,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摩擦。
联网智能设备不仅是一种信息搜集工具,更是一种强大的交流工具。 社会资本作为获取就业信息的

重要渠道[47] ,从“扩大社会网络论”来看,提高个人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就业可能性[48] ,同时

也会提升劳动者与岗位的匹配程度[49] 。 网络社交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多样的社交工具,有利于其跨越

34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3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3)

空间限制进行维系人脉、交友等社交活动,不仅能维系甚至加强劳动者的已有社会关系,还能拓展新的社

会联系[50] 。 城市智能化会加快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互联网传播能力,进而促进其范围内

的劳动者增加社会资本[51] ,进而有助于劳动者通过积累社会资本获取更多社会资源与就业渠道,从而提

高劳动参与[52] 。
居民使用联网智能设备也有助于提升其个人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下,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代表的城市智

能化转型催生出了众多包含丰富资源的开放信息平台。 从“知识信息载体论”来看,劳动者可以通过互联网

平台以较低的成本接触到海量的多元化信息。 一方面,大量的信息输入能够刺激劳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
使劳动者在感知、学习、记忆与理解上具有相对优势,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促使劳动者从事更多的非

常规性工作任务、接受更多在职培训、获得更多的职称晋升机会,增强不可替代性进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

会[22] 。 另一方面,劳动者能够通过智能设备快速、有效地掌握数字技能,进而提升数字人力资本,提高数字

经济时代下的就业竞争力,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城市智能化能够通过提升居民对互联网的应用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

　 　 (二)城市智能化改变劳动供给结构———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城市智能化能够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升第三产业劳动参与率。 一方面是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

比例逐渐提高,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服务业中创造出大量岗位需求。
一般认为,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实现较高增长率的主导产业能够通过扩散效应将自身生产力辐射至各上

下游关联产业,从而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13 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越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标
志着中国已经迈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53] 。 数字时代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动

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包括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方面。 从数字产业化角度看,现代服务

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逐渐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中坚支柱力量。 城市智能化可以促进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形成规模效应、产业效应,使
得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速不断加快,进而引起就业部门结构性转型[54] 。 从产业数字化的角度看,城市智能化

转型催生的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效果最强[43] 。 在城市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与现代服务业进行创新性融合创造出智慧金融等新兴产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5] 。 人工智

能技术作为新型通用性技术,具有广泛渗透性、数据驱动性、系统智能化等特征优势,未来将与服务业进一步融

合,使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56] 。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德国劳

动力市场中人工智能应用减少了对制造业相关劳动岗位的需求[57] ,但同时增加了对服务业相关劳动力岗位的

需求。 由此可见,发展迅猛的第三产业将进一步借数字技术的“东风”广泛地吸纳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

生产活动,推动劳动力市场供给发生结构性变化。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城市智能化能够促进第三产业劳动参与,推动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变化。

　 　 (三)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促进作用具有包容性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实践,是数字经济发展在城市层面的一种体现。 自动化与人

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是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区别于其他城市发展模式的突出特征。 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的应用对就业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大体可分为带来消极影响的替代作用与带来积极影响的互补作

用和创造性作用[58] 。 李力行和周广肃(2022)认为,大部分研究结果支持数字经济对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

(互补作用与创造性作用)超过了负向替代作用[59] 。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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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技术进步对不同特征的劳动者具有异质性作用[34] 。 在数字技术与高教育程度劳动力呈现互补关系的

同时,低教育程度劳动力并非被完全替代,而是被重新分配至服务部门,由于消费者更偏好多样化的产品与

服务,低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就业与工资水平反而得到了提升[60] 。 同样地,在研究智能化引起的就业极化现

象时,许多学者发现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或低学历劳动力的需求有所提升[61-62] 。 其可能原因是中等技能劳

动者一般从事的是程序化、常规性的工作,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广泛应用,
这些工作往往更容易被程序所代替。 相比较而言,从事非常规复杂劳动的高技能劳动者和从事非常规简单

劳动或非常规手工劳动的低技能劳动者则较不容易被机器替代[63] 。 除受教育程度与技能禀赋之外,劳动者

个体的其他特征也会影响城市智能化对其劳动参与的作用。 有学者发现智能化有利于将就业困难群体纳

入劳动力市场使就业增长[64] 。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发展形成的新就业形态在直接创造新岗位的同时也在依

托原有传统职业的基础上衍生出相关岗位(如网约车司机等)。 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低门槛、高效率的新

经济模式的出现大大增加并解放了原本受时间、空间制约的空闲劳动力。 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城

市智能化转型过程中“智慧金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数字普惠性质使其较传统普惠金融而言中介成本

更低,将原先被排斥在金融服务机构受众范围外的群体(贫困人群)涵盖其中,提高了这类群体借助金融服

务进行创业就业的可能[65] 。 因而,城市智能化对就业困难群体劳动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大,具有包容性就业

效应。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具有包容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CFPS 数据,该调查覆盖了 25 个省份的受访对象,涵盖了工作状态、受教育水平、认知能力、人
格特征等个人信息和家庭关系信息。 本文根据研究目的选取 2010—2018

 

年的数据,为全面了解个体劳动供

给提供了扎实的数据基础。 同时,本文将相关数据合并成面板数据进行研究,能够保证结果的稳健性。 由

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在地级市层面,本文进一步将 CFPS 数据库匹配地级市的宏观经济变量①。 本文使

用的宏观经济数据来自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来自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
为研究城市智能化对个体劳动参与的影响,本文保留 20 ~ 55 岁的女性样本和 20 ~ 60 岁的男性样本,剔

除在校学生的样本(后文也对离退休、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等不同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去除异

常值和缺失值等数据清洗方法,最终得到有效样本 43
 

538 个。

　 　 (二)模型设定

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加快城市智能化转型,构筑创新 2. 0 时代的城市新形态,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于 2012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设立首批智慧城市试点,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分别设立第二批和第三批试点城市。 家庭无法预知所在城市是否会被列为智慧城市试

点,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干预政府决策,因此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就成为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分别以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先后开展的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双重差分(DID)模型以

54

①

 

CFPS 中地级市信息属于限制性数据,笔者在相关机构进行了离线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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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城市智能化对个体劳动参与的影响。
智慧城市试点不是发生在同一年份,因此本文设定时点不一致的渐进性 DID 模型,当且仅当该城市实施智

慧城市试点后才被赋值为 1。 由于劳动参与为二值变量,本文采用概率单位(Probit)模型进行回归:
Pr(Laborinijt = 1 | Z) = φ(α + βDID jt +X ijtγ +μ j +δt) (1)

其中, Z 表示 {DID jt,X ijt,μ j,δt}, φ(·)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Laborinijt 为虚拟变量,表示城

市 j 的个体 i 在 t 年是否参与劳动决策。 DID jt 表示城市 j 在 t 年是否实施了智慧城市试点。 β 即为关注的系

数,但需要注意这并不表示边际效应,本文最终汇报的是平均的边际效应。 X ij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个人

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所在城市地区变量。 γ 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的列向量。 μ j 和 δt 分别表示城市(区

县)①和时间固定效应。 下文所有估计都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三)变量说明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的劳动参与率。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课题组对个体是否有工作进行询问,
对没有工作的个体再询问没有工作的具体原因,包括上学 / 培训、照料家庭如生育 / 照顾小孩 / 做家务、不需

要 / 不想工作、因残障 / 疾病而没有劳动能力、离休或退休以及其他。 参照马双等(2017) [66] ,本文严格定义

个体是否参与劳动,将 2012—2018 年 CFPS 问卷中“当前工作状态”为“有工作”和“失业”的个体定义为劳

动参与,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对于 2010 年问卷,将在“您现在有工作吗”选项中选择“有工作”的样本赋

值为 1,将在“过去的 1 个月,您是否积极努力地去找工作了?”选项中回答问题的样本定义为失业。 根据“现
在在上学吗”选项剔除全日制学生的样本。 与赵婷(2019) [67]类似,后文根据“没有工作的原因”选项剔除离

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DID 变量,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在这个地级市所有区县全部实施的样本作为处

理组,当且仅当该城市实施智慧城市试点后才被赋值为 1。 本文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层面为性别、年
龄、受教育年限、居住地类型、户口类型、是否已婚;家庭层面包括全部家庭纯收入对数、家庭人口规模、房屋

数量、孩子数量、是否与老人同住、最小孩子年龄是否小于 6 岁;城市层面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对

数、三产与二产比值、房价对数、人口规模对数。
表 1 汇报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其中,样本期内个体劳动参与率均值为 0. 799,男性与女性群体分别

为 0. 855 和 0. 742。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特征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个人特征 是否参与劳动 43
 

538 0. 799 0. 401 0 1

是否男性 43
 

538 0. 507 0. 500 0 1

年龄 43
 

538 43. 910 9. 310 20 60

受教育年限 43
 

538 7. 562 4. 447 0 19

是否在婚 43
 

538 0. 921 0. 269 0 1

是否农业户口 43
 

538 0. 742 0. 437 0 1

居住地是否在城镇 43
 

538 0. 437 0. 496 0 1

64

① 在 CFPS 保密数据中,一个城市仅调查一个区县,因此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区县固定效应效果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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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特征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规模 43
 

538 4. 343 1. 723 1 21

家庭房产数量 43
 

538 1. 122 0. 551 0 12

家庭收入对数 43
 

538 10. 300 1. 300 0 15. 220

孩子数量 43
 

538 1. 641 0. 915 0 9

是否与老人同住 43
 

538 0. 202 0. 401 0 1

最小孩子年龄是否小于 6 岁 43
 

538 0. 157 0. 364 0 1

城市特征 是否是智慧城市试点 613 0. 299 0. 458 0 1

城市特征试点政策是否发生 613 0. 196 0. 397 0 1

城市三产与二产比值 618 0. 974 0. 545 0. 175 4. 894

城市人均 GDP 对数 617 10. 440 0. 611 8. 372 11. 910

城市人口规模对数 609 15. 270 0. 613 12. 990 17. 340

城市房价对数 604 8. 356 0. 477 6. 796 10. 08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城市智能化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拓展应用,其融合现代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从广度、速度、深度等

多方面对微观个体劳动参与和就业选择产生巨大影响。 表 2 汇报了城市智能化对个体劳动参与率的基

准结果。 表 2 报告了使用 Probit 模型并依次加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的结果,所有回归

均控制区县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估计,并汇报平均的边际效应。 其中,无论是否加

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 DID 交互项的系数都稳定在 0. 02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将加入城市

特征变量的结果作为基准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智能化转型使得个体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2. 5 百分点。
表 2 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基本符合预期。 个体年龄对劳动参与存在负向作用,男性群体的劳动

参与率显著高于女性群体。 最小孩子年龄越低的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越低,家庭人口规模越大

的个体劳动参与率越低。 已婚个体和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房产数量①等越高的个体,其劳动参与的可

能性越高。 农业户籍的个体整体比城市户口的个体劳动参与率高,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属于劳动参

与,农业户籍人口参与劳动的门槛更低;另一方面,以挣钱为目的的农民工前往大城市打工,本身劳动参与

较高,同时,滞留在家的农村妇女不得不参与农业生产,从而推高农村女性群体的劳动参与。 与老人同住对

个体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影响,可能是老人帮忙看护孩子从而释放劳动力的正向促进作用与需要照料老人

的负面影响相互抵消[68] 。 从宏观层面看,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地方,就业机会越丰富,个体的劳动参与率

越高。

74

① 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房产数量二次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产数量与劳动参与程度呈现倒 U 型关系,拐点在 3 ~ 4 套房。 在拐点以前,家庭

房产数量越多的个体参与劳动的可能性越高,而拐点过后,房产数量对个体劳动参与转为消极影响,财富效应使得个体参与劳动的积极性降

低。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3 期)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3, 2023)

表 2　 城市智能化对个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变量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城市特征

DID 交互项 0. 026∗∗∗ 0. 029∗∗∗ 0. 025∗∗∗

(3. 29) (3. 57) (3. 04)

年龄 -0. 005∗∗∗ -0. 005∗∗∗

( -15. 84) ( -15. 68)

是否男性 0. 121∗∗∗ 0. 122∗∗∗

(25. 84) (25. 61)

孩子数量 0. 024∗∗∗ 0. 025∗∗∗

(8. 16) (8. 06)

是否与老人同住 -0. 001 0. 000

( -0. 18) (0. 06)

最小孩子年龄是否小于 6 岁 -0. 088∗∗∗ -0. 089∗∗∗

( -13. 78) ( -13. 49)

受教育年限 0. 006∗∗∗ 0. 006∗∗∗

(10. 19) (10. 30)

是否在婚 0. 053∗∗∗ 0. 053∗∗∗

(5. 88) (5. 72)

是否农业户口 0. 028∗∗∗ 0. 025∗∗∗

(3. 87) (3. 43)

居住地是否在城镇 -0. 017∗∗∗ -0. 021∗∗∗

( -3. 11) ( -3. 66)

家庭收入对数 0. 009∗∗∗ 0. 010∗∗∗

(5. 94) (6. 18)

家庭人口规模 -0. 012∗∗∗ -0. 012∗∗∗

( -8. 12) ( -8. 04)

家庭房产数量 0. 013∗∗∗ 0. 013∗∗∗

(3. 33) (3. 16)

城市人均 GDP 对数 0. 104∗∗∗

(5. 26)

城市房价对数 0. 015

(0. 87)

城市人口规模对数 -0. 075

( -1. 00)

城市三产比二产 0. 016

(1.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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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变量 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城市特征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47
 

249 45
 

397 43
 

538

　 　 注:回归中所有估计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括号内为 t 值;回归方程控制区县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个体和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城市控

制变量;宏观变量统一为滞后一期;城市所有区县都实施才被视为政策发生;Probit 回归报告的是平均边际效应;∗ 、∗∗ 、∗∗∗分别表示 10%、5%、
1%的显著性水平。 后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估计量一致性的基础,因而本文基于错层的准自然实验,利用事件分析

法[69]进行更为严谨的检验。 具体为将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分解到各个年度,观察其对个体劳动参与率的动

态影响。 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Pr(Laborinijt = 1 | Z) = φ(α + ∑
5

k = -4,≠-1
βkDIDk

jt +X ijtγ +μ j +δt) (2)

其中,当距离城市 j实施试点政策还有 k年时, DIDk
jt 取值为 1, βk 为本文关心的系数(以距离政策发生前

1 年为基期),其他假设与基准回归相同。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显示,在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发生的前 4 年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在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中的个体参与劳动的状态没有显著差异,本文采用的双重差分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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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

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所估计的

政策效应是有效的。 而智慧

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当期系数

较小,但随后的系数显著为

正,表明政策影响存在一定的

滞后和长期效应。 在智慧城

市试点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个体劳动参与率具有相似的

运行趋势,但是在智慧城市试

点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劳动

参与率呈现分化运行的趋势,
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

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
2. 替换估计模型和样本

范围

本文首先采取替换估计

模型、改变样本选择范围等方

法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将基准回归中控制的区县固定效应替换成省份固定效应,系数大小和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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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没有较大改变。 其次,采取滞后一期的 DID 交互项,系数大小略有下降,但符号和显著性仍与基准回归

一致。 进一步地,本文更改了城市被视为处理组的定义,假设城市内部分区县实施智慧城市试点就可以被

视为政策发生,扩大了处理组的范围。 结果显示系数相对基准回归而言下降,表明更严格的定义下以智慧

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转型对个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效应更强,而放松后的情况下处理组城市的某

些区县可能未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削弱了对劳动参与率的提升效应,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前文的结果。

表 3　 稳健性检验:替换估计模型和样本范围

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滞后 DID 部分实施 全部适龄样本
剔除在校学生和

丧失劳动能力样本

剔除离退休、
在校学生、丧失

劳动能力样本

DID 交互项 0. 017∗∗ 0. 023∗∗∗ 0. 019∗∗ 0. 016∗∗

(2. 45) (2. 68) (2. 36) (2. 04)

滞后 DID 交互项 0. 016∗

(1. 88)

部分实施 DID 交互项 0. 020∗∗∗

(2. 88)

个体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数 43
 

538 43
 

538 43
 

538 44
 

077 42
 

539 41
 

889

本文中劳动参与率的定义为工作或失业的人员数量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比,但劳动参与率波动并非

全部由外部环境导致,个体特殊的学习或身体状况也会干扰对政策效应的估计。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保留

20 ~ 55 岁的女性样本和 20 ~ 60 岁的男性样本,并剔除在校学生的样本。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区分不同样

本范围以考察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3。 其中,全部适龄样本为 20 ~ 55 岁的女性样

本和 20 ~ 60 岁的男性样本;进一步剔除在校学生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样本,以及剔除离退休、在校学生、丧失

劳动能力的样本,结果均如表 3 所示。 上述回归结果中 DID 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都
至少在 5%的水平上显著大于零,城市智能化对个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结果保持稳健。 这进

一步说明,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率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就业促进效应。
3. 安慰剂检验

进一步,本文使用安慰剂检验以排除该政策效应是否是由其他不可观察或随机因素造成的,从而得到

更加可信的结论。 在保证数据分布不变的情况下,本文的安慰剂检验基于实际的试点时间,从样本相应试

点年份随机抽取对应的智慧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进行循环 500 次的自抽样回归,观察系数

分布是否符合正态分布,以及系数均值是否趋近于零,若系数均值趋近于零则表明本文估计结果稳健。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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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注:核密度估计值为 0. 007。

报告了全样本下 500 次自抽

样回归的系数核密度分布,
结果表明虚拟政策的估计系

数均值非常接近零且近似服

从正态分布,从而表明本文

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4. 政策外生性检验

政策外生性检验是使用

双重差分方法的前提假设条

件。 如果政策不是外生的,
那么居民在政策冲击之前就

可能形成预期,提前采取相

应措施,从而产生内生性问

题,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为了排除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对居民产生的预期效应,需要对智慧城市试点设立的外生性进行检验。 为此,参照已有研究[70] ,本文在基准

回归中加入试点城市设立前一期的虚拟变量 Pre_1 jt, 该变量表示城市 j 在智慧城市试点设立前一年为 1,否

则都为 0。 具体的模型为:

Pr(Laborinijt = 1 | Z) = φ(α + θPre_1 jt + βDID jt +X ijtγ +μ j +δt) (3)

此时相当于将在智慧城市试点设立前小于等于两年的样本作为基准组。 如果虚拟变量 Pre_1 jt 的系数

不显著,则说明智慧城市试点前一期所在城市居民劳动参与与试点前小于等于两期的情况下并没有显著差

异,因此所在地居民没有形成预期,从而保证了政策冲击的外生性。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设立前一期

的虚拟变量并不显著,表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不存在预期效应。 并且在控制了预期效应后,DID 交互项仍然

显著,以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显著提高了居民劳动参与。

表 4　 稳健性检验:政策外生性和反事实检验

变量 外生性检验 提前两期 提前三期

DID 交互项 0. 029∗∗∗

(2. 90)

Pre_1 0. 008

(0. 72)

Pre_2 -0. 009

( -0. 49)

Pre_3 0. 022

(1. 61)

个体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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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外生性检验 提前两期 提前三期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43
 

538 34
 

791 34
 

791

5. 反事实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剔除其他冲击对试点城市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进行反事实

检验。 首先将智慧城市试点之后的样本区间剔除,然后在没有进行智慧城市试点的这段时间里,将那些

原本设立智慧城市试点的城市的试点时间提前 2 至 3 年,构造出“伪智慧城市试点冲击”虚拟变量(Pre_2

和 Pre_3) ,并以此代替基准回归中的 DID 交互项。 如果“伪智慧城市试点冲击”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显著的,则说明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也会导致处理组和控制组居民劳动参与的变化,本文估计的政策效应

存在其他干扰因素。 如果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则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如表 4 所示,提前 2 期或 3 期虚拟

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通过了反事实检验,从而验证了处理组城市居民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确实是由智

慧城市试点政策导致的。

　 　 五、城市智能化影响居民劳动参与的内在机制

　 　 (一)城市智能化降低就业市场摩擦:基于居民信息约束视角

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城市智能化水平,也可能会对家庭智慧化和信息化起到提升作用,从信息渠道增

大个体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智慧城市试点提升了个体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产生了信息约束放

松效应,使得个体更有激励参与劳动力市场,进而提升了个体的劳动参与率。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本文选择

个体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作为信息渠道的代理变量,并设定如下模型:

Informationijt = α + βDID jt +X ijtγ +μ j +δt +εijt (4)

Pr(Laborinijt = 1 | Z) = φ(α + βDID jt + θInformationijt +X ijtγ +μ j +δt) (5)

其中, Informationijt 代表个体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 CFPS 问卷中调查了户主对从互联网获取信息

这一渠道的重要程度,评价分数从 1 到 5,代表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 评价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

依赖于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

表 5 验证了智慧城市试点对家庭产生的信息约束放松机制。 如表 5 所示,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成

为中介变量,DID 交互项对中介变量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智慧城市试

点政策提高了居民对互联网的应用程度。 之后,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中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中介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应用程度能够提高居民的劳动参与率。 此外,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后,

DID 系数较基准回归有所下降,说明中介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这

意味着互联网应用程度在智慧城市建设对个体劳动参与的促进效应中充当了传导渠道,起到了部分中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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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验证了假设 1。

表 5　 城市智能化的信息约束放松机制

变量 互联网应用 劳动参与率

DID 交互项 0. 077∗∗∗ 0. 023∗∗∗

(8. 90) (2. 70)

互联网应用程度 0. 023∗∗∗

(4. 06)

个体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宏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43
 

538 43
 

538

　 　 (二)城市智能化改变劳动供给结构: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进一步探究城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 如表 6 所示,城市智能化转型使得服务业的

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2. 4 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城市智能化对服务业劳动参与的影响最大,对第

二产业和其中的制造业影响较小。 其可能原因是第三产业,特别是出行平台、电商平台等,产生了大量的新

兴岗位,就业吸纳能力增强,为被替代的低技术的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例如,智慧城市中的智慧物流建

设将增加对快递员、运输员的需求,从而扩大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就业。 从产业升级角度看,城市

智能化改变了各行业间的生产结构,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促使第三产业劳动参与率相较其他产业

提高,从而改变劳动供给结构。

表 6　 城市智能化对各行业劳动参与的影响

变量 是否从事服务业 是否从事第二产业 是否从事制造业

DID 交互项 0. 024∗∗∗ 0. 006 -0. 004

(4. 18) (1. 04) ( -0. 86)

个体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宏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区县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43
 

538 43
 

538 43
 

538

　 　 注:此处汇报的是基于 Probit 估计的平均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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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进一步分析

　 　 (一)城市智能化促进包容性就业了吗?

考虑到居民是否参与劳动会受异质性特征影响,本文探究城市智能化对不同年龄、不同孩子数量、不同

家庭收入水平、不同受教育年限、不同户籍类型的居民劳动参与的异质性影响,这将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

促进不同群体劳动参与率的政策提供分析依据①。

第一,将居民按年龄进行分组,考察城市智能化对不同年龄段居民劳动参与率影响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系

数看,城市智能化使得大于 45 岁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3. 3 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对 30 ~ 45 岁

居民的影响次之,平均提升 2. 8 百分点,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对小于 30 岁居民的劳动参与没有影响。 城市

智能化提高了信息化水平,放松了家庭信息获取和智能参与的约束,更容易帮助中老年人进入或重返劳动力

市场,体现出城市智能化更具包容性。 而对于小于 30 岁的年轻人而言,其本身获取就业信息能力强,且正处

于就业的黄金时期,受城市智能化的影响较小。

第二,拥有多个孩子的居民受城市智能化影响更大。 根据相关回归结果,城市智能化对拥有多个孩子

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影响最显著。 城市智能化使得多孩家庭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3. 5 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相反,对于没有孩子和一个孩子的居民,城市智能化没有显著性影响。 多孩家庭的居民

因照料孩子的责任更重,本身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较低,而城市智能化提供了线上就业等更多便捷、对地点依

赖性弱的工作机会,从而对其劳动参与的带动作用更明显。

第三,就家庭收入水平看,城市智能化对家庭收入较低的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影响最显著。 相关回归结

果显示,城市智能化使得家庭收入最低的 30%的居民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6. 1 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

著;对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影响不显著。 低收入家庭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更低,而城市

智能化畅通了信息获取的渠道,降低了就业市场摩擦,同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对低收

入家庭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
 

这一结果符合城市智能化兼具包容性的分析,城市智能化催生新的就业形态,

帮助低收入群体参与劳动力市场、找到满意工作。

第四,相比受过更高教育的居民,城市智能化对刚完成义务教育的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最大。 根据

相关回归结果,城市智能化对完成小学与初中教育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影响最显著。 城市智能化使得低教育

年限的居民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3. 5 百分点,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相反,对完成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居

民,城市智能化没有显著性影响。 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前文结果相呼应。

第五,相比非农户籍的居民,城市智能化将更多地提高农业户籍居民的劳动参与率。 按居民户籍类型

划分后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使得农业户籍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平均提升 1. 8 百分点,且在 10%的水平

上显著;相反,对非农户籍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表明,城市智能化为农业户籍居民提供了更

多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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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异质性结果,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家庭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农业户籍的

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影响较大,而这体现出城市智能化的包容性。

　 　 (二)城市智能化提高居民工资性收入

本文进一步研究城市智能化对居民收入的潜在影响。 城市智能化对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的拉动作用,但

促进效果并不明显。 城市智能化显著增加了居民工资性收入,使得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平均提升 4. 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而城市智能化并没有显著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采用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将被解释变

量替换成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后,相关回归结果显示,城市智能化对工资的提升作用仍然存在,城市智能

化使得所在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提升 5. 2 百分点。 城市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居民劳动参与,也增加居民工

资性收入,这有利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七、结论与启示

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转型举措为数字经济时代下应对城市发展挑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

案。 本文基于 2012—2014 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多时点 DID 模型研究了城市智

能化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城市智能化提高了居民劳动参与率。 该结论在经过

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替换估计模型、不同样本选择范围等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 第二,城

市智能化对居民劳动参与具有“推拉效应” 。 一方面,城市智能化提升了居民对互联网信息的应用程度,

产生了信息约束放松效应,推动居民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城市智能化促进了产业智能化转型,拉动第三

产业居民劳动参与。 第三,城市智能化对年龄较大、多个孩子、收入较低、技能较低、农业户籍个体的劳动

参与率影响较大,城市智能化驱动下就业更具包容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智能化显著提高了个体的

工资性收入,在推动就业的同时有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第一,基准回归结果揭示了城市智能化将依靠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赋能刺激

居民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具有就业促进作用。 基于此,各地政府应当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城

市智能化转型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体系创新,加快转型进程。 具体而言,政府应当加大对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创新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在激励技术创新的同时深入推进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

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创新性应用,开发多元应用场景,全面释放技术发展带来的科技红利。 从人力资源角度

看,城市智能化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都将产生深刻影响,政府应当着重加强对高科技技术人才及相

关专业人才的培养,从创建校-企-研究所三方合作平台到优化科研创新氛围全面发力向社会持续输送高质

量人才。 第二,政府在将城市智能化视为一项有助于就业战略落实的政策工具时要注意对数字平台等数字

工具进行规范化监督,在坚持市场化为发展主线的前提下对其经营运作做到常态化、标准化监督把控,防止

出现平台垄断等不利于就业导向的事件发生,关注如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等伴随新经济业态发展而出

现的新社会问题。 第三,政府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家家通网,家家有网,家家用

网”。 同时,要加强对居民正确、高效、健康使用互联网的引导与教育工作,通过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

官方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等举措进一步扩大互联网使用对就业的带动作用。 第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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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智能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具有包容性,政府不应当忽略或轻视当前仍存在于社会中的“数字鸿沟”现象,

应当通过广泛开设数字技能培训进社区、进学校等项目,进一步使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等群体接触到数字知

识并通过建立长期帮扶与追踪机制保证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在这些群体范围内持续释放。 政府也应当通

过线上线下开设免费就业培训课程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这些群体的劳动能力并为这些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

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托底保障。 对于多孩家庭而言,养育孩子所需要付出的直接经济成本和间接时间成本将

加大多孩家庭的负担,并在很大程度上将需要照顾多个孩子的妇女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 因此,政府对于

多孩家庭应在教育、住房等方面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补贴与帮扶,同时建立健全公共托育机构等基础设

施服务,帮助多孩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 此外,城市智能化转型将会大幅度提高城市

居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带来一定的人口流动,居民为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会向经济发达地区与

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迁移,率先实行城市智能化转型的城市将是优选目标。 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人

才引进政策与户籍制度,在吸纳高水平人才的同时鼓励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向

好。 第五,政府应当进一步鼓励数字技术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丰富智慧城市辖区内的互联网应用场景,在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化的产品与服务,增强其使用互联网的意愿。 第六,长期稳

定的劳动参与率离不开良好就业氛围和工作环境的构建,政府应着力构建新时代依托于互联网大环境的就

业鼓励氛围,维护企业和劳动者各自的合法权利,在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方面下苦功,消除各类隐形

及潜在就业歧视,营造良好的社会就业环境。

本文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城市智能化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一定

的不足。 一方面,就业作为事关民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事,高质量就业与高匹配度就业是对就业

问题理解的更高层次,未来对于城市智能化如何影响就业问题的探讨应当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进行更

细致的研究。 另一方面,各城市并非独立存在的孤岛,在不同城市地区间存在短期或长期的劳动力迁

移。 因此,就业和劳动参与受智慧城市建设影响的空间结构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对上述不足的完

善将会使学界对于以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转型效应及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产生更为全

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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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telligence
 

are
 

important
 

trend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most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abor
 

demand
 

of
 

enterprises,
 

with
 

little
 

attention
 

given
 

to
 

residents’
 

labor
 

supply
 

or
 

the
 

overall
 

impact
 

of
 

urban
 

intelligence
 

on
 

their
 

labo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national
 

smart
 

city
 

pilot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tches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0
 

to
 

2018,
 

and
 

obtains
 

43,538
 

valid
 

individual
 

samples.
 

Then,
 

using
 

the
 

Probit
 

model
 

and
 

multi-tim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 DID )
 

method,
 

it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rban
 

intelligence
 

on
 

residents’
 

labor
 

participation,
 

and
 

explores
 

th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with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group
 

regression
 

method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urban
 

intelligence
 

enhances
 

residents’
 

labor
 

participation.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parallel
 

trend
 

tests,
 

policy
 

exogeneity
 

tests,
 

counterfactual
 

tests,
 

placebo
 

test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estimation
 

models
 

and
 

sample
 

size.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urban
 

intelligence
 

has
 

a
 

push-pull
 

effect
 

on
 

residents’
 

labor
 

particip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enhances
 

residents’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hus
 

relaxing
 

information
 

constraints,
 

and
 

promoting
 

their
 

labor
 

particip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ccelerates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creates
 

new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expands
 

employment
 

forms
 

such
 

as
 

remote
 

working,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employment
 

and
 

stimulating
 

residents’
 

labor
 

particip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urban
 

intellige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people
 

with
 

older
 

age,
 

multiple
 

children,
 

low
 

income,
 

low
 

skills,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Additionally,
 

urban
 

intellige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residents’
 

wage
 

income,
 

indicating
 

an
 

improvement
 

in
 

opportunities
 

and
 

quality
 

of
 

employment,
 

thus
 

fulfilling
 

their
 

aspiration
 

for
 

a
 

happier
 

and
 

better
 

lif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reflected
 

as
 

follows.
 

First,
 

from
 

a
 

micro-individu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urban
 

intelligence
 

on
 

labo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smart
 

city
 

pilot
 

policies.
 

Second,
 

combining
 

macro-regional
 

policies
 

with
 

micro-individual
 

employment,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urban
 

intelligence
 

on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explores
 

the
 

possibl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Third,
 

it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on
 

labor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intelligence,
 

which
 

makes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urban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i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strength
 

in
 

digital
 

development
 

and
 

shared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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